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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還是南北朝？ 
⎯⎯《想爾注》成書時代之比較 

劉 屹∗ 

一、前言 

1956 年，饒宗頤先生在英藏敦煌文獻中揭出S.6825《老子道經上 想爾》這

一珍貴殘卷，從而爲以道教的立場硏究敦煌道經，揭開了一個時代的大幕1。然

而，自饒宗頤的大著問世伊始，圍繞《想爾注》的成書時代，就產生了種種學術

爭議。饒先生首揭《想爾注》爲漢末天師張道陵所著，以後又轉而認爲是張魯所

著，總之認定爲漢末天師道的產物，此即《想爾注》的「漢末成書說」。半個多

世紀以來，各種質疑「漢末成書說」的聲音此起彼伏，但他們的結論也各不相同，

如有說是北魏時期，有說是劉宋時期的作品，都可歸於「南北朝成書說」。當然，

堅定維護《想爾注》「漢末成書說」的也大有人在。這就形成了目前學術界「漢

末成書說」和「南北朝成書說」這兩個相去甚遠的結論相持不下的情況。時至今

日，《想爾注》的成書時代，仍然是利用此書前不能回避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沒

有對這個基本問題深入思考過，輕易依從任何一方的現成說法，就很難真正理解

《想爾注》的思想內容及其所對應的恰當歷史背景。 

總的看來，大陸的學者絕大多數都按照「漢末說」的理論來解說《想爾注》，

對國際道教學界圍繞此問題的種種爭議分歧，既不關心，也很少做評論。更沒有

人在充分了解「漢末說」和「南北朝說」各自優劣的基礎上，再做出恰當的選擇。

我自 1997 年寫碩士論文時開始關注此問題，當時是從漢代老子神格化的角度，

 
∗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1 饒宗頤《敦煌六朝寫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香港 1956 年初版；此據氏著《老

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劉昭瑞在《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

物出版社，2007 年，頁 462-487 的「附錄一」中對此卷重作錄校，對饒宗頤錄文的一些錯誤做

了改正。新的錄文還可參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 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年，頁 169-184。
關於饒宗頤此著在敦煌道教文獻硏究史上所佔有的特殊地位，參劉屹《論 20 世紀敦煌道教文獻

硏究》，《敦煌吐魯番硏究》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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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想爾注》裡面的「太上老君」神格不應該在漢末就出現2。2000 年寫博士

論文時，又做了一些「逐步掃清《想爾注》漢末說外圍屏障」的工作，卻一直沒

有正面討論過《想爾注》的問題3。儘管我的傾向性其實已經很明顯，但我卻對

此問題一直有意採取「半迴避」的態度，主要原因是感覺到根據現在掌握的材料，

很難再有餘地進行正面的攻堅。亦即說，幾乎無法再爲已有的僵持不下的「漢末

說」和「南北朝說」中的任何一方，添加新的、足以壓倒另一方的「最後一根稻

草」 4。最近有一個機緣，使我不得不重新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我必須說出自

己在兩種不同觀點中進行選擇的依據。爲此，我採取了一種側面迂迴的辦法，即

不去直接擺證據來支持或反對任何一方的說法，而是比較兩說的優劣得失，再做

出相對而言的最優選擇。當然，在現有情況下，這樣的選擇結果只能是階段性的，

未必是最終正確的結論；而且因我此前早已有明顯的傾向性，多少也會影響我做

比較和評判的客觀性。但這樣做至少使我可以坦然地告訴讀者：我在兩說中傾向

於一說的依據是什麼，而不必將自己置於盲從任何權威或主流意見的危險境地。 

二、《想爾注》的作者問題 

《想爾注》的作者，持「漢末說」的學者認爲不是張魯，就是張陵。這祖孫

二人是漢末天師道的領袖，《想爾注》在六朝道教中也的確常常和無注本《老子》、

河上公注《老子》一起被作爲天師道徒基本的誦習讀物。所以，《想爾注》帶有

天師道的色彩，或被視爲天師道的代表性經典之一，是毋庸置疑的。但除了道教

自己也無定論的張陵或張魯所作之外，《想爾注》並沒有其他的特徵可以被確認

是漢末天師道的作品，就連張陵或張魯作《想爾注》的說法，也可以明顯看出有

後世道徒逐步假託的痕跡，實不足以成爲「漢末說」的主要證據。 

關於張氏祖孫作《想爾注》，成書年代比較明確、內容可信度也較高的最早

記載，見於南陳末年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序錄》5。陸氏說：「《想余

 
2 劉屹《試論南朝經教道教的形成及其對北方道教的影響》，1997 年碩士學位論文，將收入拙著

《神格與地域——漢唐間道教信仰世界硏究》，待刊。 
3 劉屹《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第三章和第五章，北京：中華書局，

2005 年。 
4 較近的有關此問題介紹，也採取了列舉雙方論點，讓讀者自己去硏判的做法。見葛兆光《關於

〈老子想爾注〉的文獻學硏究》（上、下），《文史知識》2004 年 6 期，頁 86-92；7 期，頁 71-77。 
5 一般認爲陸德明是在入隋以後作《經典釋文序錄》，此據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

中華書局，2008 年，頁 9-10 的考證，認定陸氏在南朝末年作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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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表。」6學界一般認爲「余」和「爾」

是因字形相近而混淆。從陸氏這短短的記述中，仍可看出三點：一是陸氏認爲《想

爾注》的作者是「不詳何人」的。雖然他知道有人說是張魯所作，有人說是劉表

所作，但他對這兩者都不取信，「不詳何人」才是他對《想爾注》作者的判定。

二是陸氏把《想爾注》排列在「劉遺民《玄譜》一卷」與「戴逵《（老子）音》

一卷」之間的位置，而劉遺民和戴逵都是東晉人，這實際上也反映了陸氏對《想

爾注》成書時代的認知。因爲他在這裡列舉了 28 種從漢代到宋、齊時代不同學

術背景的人爲《老子》作注的著作，雖然因爲大部分著作的作者不詳，因而很難

一一辨明他們爲《老子》作注的先後，但將《想爾注》放在一批東晉、宋齊時代

的作品之中，而沒有排在漢末三國著作之列，說明陸氏並不相信《想爾注》是漢

末的作品。三是在《經典釋文序錄》作成的時代，陸德明可能還無法看到大量的

北朝作家作品，他是以南朝的典籍爲主要依據作成《經典釋文》的。再加上有劉

表作《想爾注》的說法，也許可以認爲《想爾注》應該是一部出自南方道教之手

的作品7。而南方道教在漢末還沒有什麼像樣的組織和活動，如果《想爾注》出

自南方道教，那就應該是在六朝時才產生的。 

陸氏云《想爾注》有一說是張魯所作，這其實是來自六朝末年和唐初道教方

面的說法。如《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四的《爲師訣》中列舉三種《老子》的讀

本，一爲「大字本」《老子》，二爲「《（老子）河上章句》」，三爲「系師《想

爾》」8。「系師」就是張魯，這就明確把《想爾注》看作張魯的作品。《太霄

琅書》的成書時代，日本學者多認爲在 5 世紀後半葉至 6 世紀初，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認爲在唐代9。這部書既摘引早期的上清經，又融匯各種天師道的儀訣，

其抄撮各派經書和儀軌的做法，恐怕不應是六朝早期道教能做到的。因此儘管這

部書的成書年代還不能最終確定，但總不會早到六朝初期，只能看作是六朝中後

期到唐初的作品。《太霄琅書》表明：在六朝至唐初的道教儀式中傳授的《想爾

 
6 《經典釋文序錄疏證》，頁 140。 
7 也有人推測《想爾注》之所以會和劉表扯上關係，是因爲劉表也曾爲漢末的鎮南將軍，與張魯

降曹後所受的官銜相同。張魯被稱爲「張鎮南」，《想爾注》託稱張魯所作，卻與另一個鎮南將軍

劉表混淆了。 
8 《道藏》33 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666a。 
9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頁 62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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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被當時的道教徒傳爲是系師張魯的作品。這大概可以看作是六朝道教的一

個共識，因爲類似的說法還見於其他六朝末至唐初的道教典籍。 

南北朝末或唐初成書的《傳授經戒儀注訣》著錄了三洞四輔七部中的「太玄

部」經典，主要是《老子》及其各種注疏，以及傳授這些道書的相應齋儀。其

中就有「太玄部卷第五《老君道經上想爾訓》、太玄部卷第六《老君德經下想爾

訓》」10，亦即《想爾注》上下。《儀注訣》還具體講到《老子》上下篇和各種

注疏的來歷，其中說《想爾訓》是「系師得道，化道西蜀，蜀風淺末，未曉深言，

託遘想爾，以訓初迴（迥？）。」這是說張魯在西蜀傳道時，爲了讓蜀地未開化

的信眾通曉道意，而使用了簡單易懂的語言作成《想爾訓》來訓導信眾。所謂的

「初迴」，不太好理解。如果「迴」是「迥」的誤寫，則「初」是指初學道者，

「迥」是指僻遠地方的信眾。或許還能解得通，當然這只能是猜測而已，因爲目

前還沒有見到「初迥」的用例。而「遘」字，有兩種意思，一是「遇到，遭遇」。

二是「造成，構成」。如果採用前義，意思是說張魯爲了讓徒眾信服，假託自己

遇到了「想爾」，用「想爾」的話語來傳佈訓導。這背後也應有一個類似張道陵

神遇太上的神話故事。如果采後義，就有張魯假託「想爾」的名號來「造構」的

意思，一般說某部經是「造構」而來的，就是批判其不可信。《儀注訣》顯然沒

有貶低《想爾訓》的意思，所以相對而言，這裡的「遘」應該是「遇到」的意思。

以理推之，「想爾」應該是個神仙人物的名號。而《想爾注》的注文是用「道」

的第一人稱口吻論說的，也許「想爾」就是人格化的「道」的別號。《雲笈七籤》

所收的唐代孫思邈（581？-682）《攝養枕中方》中引用《想爾戒》的一句話時，

有小注云：「想爾，蓋仙人名」11。但在《道藏》所收單獨的《孫真人攝養論》

中，同樣的引文卻沒有見到有這樣的注文。或可認爲：推測「想爾」是仙人名，

或許不是孫思邈的原文，而有可能是《雲笈七籤》編纂時加上的。當然時間一久，

後世道徒也會把「想爾」與歷朝歷代注釋《老子》的各位作者並列齊觀，也就不

再突出其神仙的本意了，所以到目前，「想爾」的真正含義仍不清楚。總之，在

六朝末年至唐初，多種道教的資料都認爲《想爾注》出自系師張魯之手。 

但大約從唐末杜光庭時代開始，《想爾注》轉而被認爲是張道陵的作品。杜

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列舉了六十餘家歷代注疏《老子》者，其中說到「《想

 
10《道藏》32 冊，頁 170c-171a。 
11 此據李永晟點校本《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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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12其後，宋元時代道教徒提到《想爾注》，

也都改稱是張道陵的作品。如宋‧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和元‧劉惟永《道德

真經集義大旨》都因襲杜氏之說13。此前很多學者注意到《道藏》所收的唐玄宗

御制《道德真經疏外傳》也有同樣的說法，認爲唐玄宗時就有張道陵注《想爾》

之說。不過，唐玄宗御制和杜光庭的作品，在有關歷代老子注疏情況的著錄方面，

可以說是出奇地一致。以往都認爲唐玄宗御制之作肯定在前，杜光庭是照搬了玄

宗御制。但大淵忍爾和《中華道藏》的整理者，通過比較兩書的異同，得出了杜

光庭著作才是原本，所謂玄宗「御制經疏外傳」是後人根據杜光庭的著作摘編而

成的結論。這樣，也就難怪此「外傳」與杜光庭作品如此一致。「外傳」並非是

指玄宗御制本身，是對玄宗御制《道德經疏》所作的解釋，其中還有將唐代道士

孟安排誤爲梁代人的錯誤，所以不能將「外傳」視作是唐玄宗本人的作品，甚至

都未必是唐代的作品。目前比較可靠的資料顯示：從杜光庭開始，《想爾注》的

作者才被從張魯改爲張道陵。 

可見，說《想爾注》是張魯作，這是六朝至唐初道教的通行說法；而說《想

爾注》是張道陵作，則有可能是從唐末才開始有的說法。其間逐步假託的痕跡還

是很明顯的。唐初釋法琳在批判道教時，說張道陵曾爲《老子》作注云：「道可

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

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14佛教徒並沒有說張道陵此注就是《想爾

注》，但很多學者據此認爲張道陵確曾注《老子》，而他注的《老子》也一定就

是《想爾注》。其實，這也不可作爲張道陵是《想爾注》作者的證據。首先因爲

這種來自佛教攻擊道教的材料可信度是值得懷疑的，即便道教方面真有這樣的

《老子》注釋，又怎能確證其作者真是張道陵？其次，這樣的注釋在現存《想爾

注》中不僅沒有，而且也不應該是《想爾注》的文字。因爲其立意和文風，與《想

爾注》現存文字不吻合，而且對「玄」和「道」的解釋也與現存《想爾注》的解

釋格格不入。因此，張道陵即便確曾注過《老子》，即便「朝食美，暮成屎」果

真出自張道陵之手，也沒有證據表明這注文就是《想爾注》。說張道陵作《想爾

 
12 《道藏》14 冊，頁 309b。 
13 分別參見《道藏》12 冊，頁 821b；14 冊，頁 63a。 
14 見釋法琳《辯正論》卷六，《大正藏》52 冊，頁 531c；《辯正論‧十喻九箴篇》，釋道宣《廣

弘明集》卷十三，《大正藏》52 冊，頁 182b。並參北宋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二，《大

正藏》49 冊，頁 718a；元代釋祥邁《辨僞錄》卷二，《大正藏》52 冊，頁 760c。這段文字，王

卡認爲更有可能是六朝時《老子節解》或《老子內解》的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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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遠比不上說張魯注更可靠。張道陵之所以能取代張魯成爲《想爾注》的作

者，大概是因爲唐玄宗在天寶年間曾冊封漢天師張道陵爲「太師」15，張道陵得

到了官方的認可和尊崇，也重新成爲唐中期以後天師道的象徵性和代表性人物。

但這種情況在六朝時期是不會出現的，因爲那時的各道派還處在融合過程中，張

道陵不可能成爲六朝道教各派的總代表。 

但是，張魯也不一定是《想爾注》的作者。名爲元代劉大彬、實爲元代張天

雨所作的《茅山志》中記載，上清經的創造者楊羲，曾手書「張鎮南古本」《道

德經》。此本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分章，二是總字數爲 4999 字，與「五千文」

相差的一字，就是將「三十輻」寫作「卅輻」。主張「漢末說」的學者認爲這兩

點都與敦煌本《想爾注》相符。不過，《想爾注》只有《道經》上的殘篇，其間

還有脫漏字的現象，雖然「三十」確寫作「卅」，但無法證明《想爾注》的經文

就真的只有 4999 字，專門研究《老子》王弼注的瓦格納（Rudolf G. Wagner）甚

至聲稱《想爾注》的經文肯定在 5000 字以上16。況且，這兩點都是就《老子》

的經文而言的，只能說明張魯所傳的《道德經》本曾傳到楊羲等人手中。憑這條

史料，並不能證明楊羲所得的是張魯對《道德經》的注本《想爾注》。漢末五斗

米道確有奉誦《老子五千文》的傳統，所以張魯傳有《道德經》本是可能的，但

以他的學養要作《想爾注》，恐怕還是不足取信的傳說。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

《想爾注》認可並利用讖緯的知識，而張魯本人則是對圖讖學說知之甚少，或持

疑信之間的態度17。這涉及到漢末五斗米道的歷史背景，因爲這個歷史背景目前

還有很多認識空白的地方，所以僅憑南北朝末和唐初道教中人的說法，很難讓人

相信《想爾注》的作者就是張魯。 

歷史上，張道陵活動於 2 世紀中葉，而根據現有的資料，有關張道陵注《想

爾》的說法，要晚至 9 世紀末至 10 世紀初才出現，其間有至少 700 年左右的時

間差。張魯活動於 2 世紀末 3 世紀初，明確提及《想爾》是張魯作品的說法，出

現在不早於 5 世紀中期甚至主要是在 6 世紀末和 7 世紀初的道教典籍，其間有至

少 300 年左右的時間差。雖然要考慮到這樣的時間差並不絕對意味著一種說法的

可信度高低，亦即說可能曾經有比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更早的材料存在，只不過我

 
15 《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1031。 
16 瓦格納著、楊立華譯《王弼〈老子注〉硏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86。 
17 劉昭瑞《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硏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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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看不到了，但學術研究是不能過多地依賴無法驗證的「可能性」作前提的。

所以，這樣的時間差在一定限度內，對我們判定《想爾注》的作者還是有意義的。

除非我們相信從漢末到六朝末唐初的五斗米道—天師道或天師家族，一直是傳承

不斷地延續著，否則將《想爾注》歸於張陵或張魯名下，只能視爲是六朝至唐末

的天師道徒假託之辭。事實上，無論是五斗米道與天師道之間的關係，還是張天

師家族的傳承脈絡，在三國至唐初的 500 年間幾乎都是斷斷續續，若隱若顯，疑

點重重的。如果考慮到這樣的歷史背景，或許，張陵和張魯作爲《想爾注》真正

作者的可能性，都要打上大大的問號。 

三、「漢末說」的兩個困境 

如果有漢末或魏晉時期的可靠材料著錄、提及或徵引了《想爾注》，或者能

有漢晉時期道教方面的材料在內容上能與《想爾注》相呼應，那自然是「漢末說」

的有力證據。但如前所述，只有關於漢末五斗米道誦習《五千文》的記載，這並

不能證明《想爾注》的存在。而《想爾注》所反映的思想和教法，與相對而言可

靠性較高的《後漢書》、《三國志》中關於五斗米道的記載，也不能相對應。要

想根據《想爾注》來復原漢末五斗米道的教法，必須能證明《想爾注》真的是漢

末三張的作品。在這個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前，就用《想爾注》來討論三張教法，

所得出的內容就未必是「漢末五斗米道」的教法。若再將《想爾注》的內容與正

史的記載混搭在一起，呈現出所謂的「五斗米道教法」，其可靠性更是大可懷疑。

在現有材料的情況下，並不能用漢末的材料證明《想爾注》確實在漢末存在過，

這是「漢末說」面臨的第一個困境。 

也正因爲無法直接證明《想爾注》在漢末的存在，持「漢末說」的學者，一

般都將《想爾注》與《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中《大道家令戒》聯繫起來考察。

因爲《家令戒》中出現了曹魏正元二年（255）的年號，所以很多人認爲《家令

戒》就是 255 年張魯或天師家族人所作。在《家令戒》中出現了「何以《想爾》、

《妙真》，三靈七言，復不真正？」18似乎是在詰問爲何時下的道教不再尊奉大

 
18 原文在「何以想爾」後有三或四字空格，「妙真」以下另起一段。有人認爲這中間有闕文，有

人認爲語義連貫，但都把「想爾」作「《想爾》」來看。不過也不排除這樣的解讀：「何以想爾」

就是「爲何這樣想？」以下「妙真三靈七言」才是指道書。事實上，在其他時代的道典中，也有

幾處出現如「色者是想爾」、「想爾鑽冰不得燃」、「想爾八方盡遍知」等句，很難說這些都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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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傳的《想爾》和《妙真》等經典。既然《家令戒》提及《想爾》，則《想爾》

就是在 255 年前作成的。這樣的思路目前也成爲「漢末說」最主要的依據之一19。

但是，《家令戒》是否是曹魏時期的作品還有爭議，不能認爲其中出現了幾個歷

史上確實存在過的曹魏年號，就完全相信這些年號所標示的特定時間，一定與這

部道典作成的時間有必然聯繫。因爲雖然個別的年號是確實的，但裡面涉及的具

體事件和人物，卻很多與實際的歷史情況大有出入。如《家令戒》提及漢末大亂

的時間，張魯盤踞漢中的時間，張魯子孫在降曹後的顯貴情況等，都與史書的記

載有明顯的出入20。至少要注意到所謂的「道教內史」並不是非常嚴謹的歷史記

錄，不能只看到其年號真實的一面，而忽略其史實並不準確的一面。 

事實上，《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中的「正一法文」四字，應該是在南朝

後期七部道書體制建立後才有的。《家令戒》和其他幾篇被編在一起成爲《正一

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應該是南朝後期的事情。楊聯陞（雖然後來改持漢末說）、

吉岡義豐、湯用彤、唐長孺、麥谷邦夫等都曾指出：《家令戒》應該是 4 世紀後

半期的北魏時期所作，它只是假託了曹魏時的情況。這種「假託說」還可以找到

相似的事例：如同陸修靜在劉宋時進行道教改革時，他不能說這些改革的主張全

都是自己的想法，而要藉口說這些都是當年太上老君與張道陵天師約定的「三天

正法」；張道陵以後的道教徒不再遵守天師與太上的約定，所以導致組織混亂、

道戒鬆弛的糟糕局面；因此現在有必要重新提倡「三天正法」。這些「三天正法」，

名義上是恢復張道陵時期的「舊法」，實際上是推行陸修靜時代人們頭腦中的「新

法」。況且，《家令戒》中涉及很多不同的道教傳說故事的線索，如「老子化胡」

和老子傳授干吉《太平經》等問題，如果一一追溯每條線索的來龍去脈，很多都

不會是曹魏時期能有的觀念。 

 
爾注》。因此，這裡的標點和解讀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19 最早和最堅定地認爲《家令戒》可以證明《想爾注》存在的應該是大淵忍爾。他在 1965、1966
年發表《五斗米道の教法にっぃて》（上、下）時，還主要根據饒宗頤和陳世驤對《想爾注》的

論證，直接用《想爾注》復原漢末五斗米道教法。1967 年，大淵作成《老子想爾注の成立》，論

述了《家令戒》作爲張魯遺教對於證明《想爾注》出自漢末的重要意義。見氏著《初期の道教》，

東京：創文社，1991 年，頁 247-279。大淵又新作《續老子想爾注の成立》，重申了《家令戒》

是曹魏的作品，見《初期の道教》，1991 年，頁 281-308。此外，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也認爲《家令戒》是能證明《想爾注》早出的最有力證據，見氏著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58-62；150-155. 
20 劉屹《敬天與崇道》，頁 56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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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辨明《家令戒》與《三天內解經》的先後關係，也有助於確定《家令

戒》的時代。《三天內解經》的成書年代相對而言最少爭議，大都認爲是劉宋初

期的作品。小林正美主張《三天內解經》早於《家令戒》，則《家令戒》就成了

5 世紀的作品。我也曾有過類似的考慮。不過，前田繁樹經過比較兩書中各自包

含的幾個相同主題的不同敘述，認爲《家令戒》應該早於《內解經》21。我現在

認爲這個結論是可以接受的。前田還推測說《家令戒》是出自東晉末年孫、盧之

亂前的錢塘杜治杜氏家族之手。我對所謂《家令戒》與杜治的關係仍然持疑，但

前田關於《家令戒》成書於東晉末年的推測，也基本符合前述學者的 4 世紀後半

期說，只不過地域上一南一北。因此，無論從《家令戒》自身內容還是與其他經

典的比較角度來說，《家令戒》都不一定是曹魏時的作品。即便現在仍不能肯定

地說《家令戒》一定是某個時期或一定不是某個時期的作品，用一個成書時代尚

無定論的《家令戒》來證明同樣存在爭議的《想爾注》，這從邏輯上講也是沒有

多大說服力的。但恰恰是《家令戒》，卻成爲《想爾注》「漢末說」的最主要證

據。 

如前所述，《家令戒》提及的「想爾」二字，無論「漢末說」或「南北朝說」

的學者，大都認爲是指《想爾注》。只有柳存仁先生提出：《家令戒》只言「想

爾」，未必一定是指《想爾注》，還有可能是《想爾戒》，甚至更有可能是指《想

爾戒》22。關於《想爾戒》與《想爾注》的關係，陳世驤認爲「注在戒先」，大

淵忍爾、楠山春樹、柳存仁和柏夷都認爲「戒在注先」，因爲注文中不只一處暗

示了道徒要遵守已有的成文道戒。與《想爾注》緊密相關的「想爾戒」最初是九

戒，後來擴展爲二十七戒。大約六朝時通行的是「想爾九戒」，如P.2861.2+2256

所謂的「宋文明《通門論》」中提到道教通行的各種戒律時，就有「想爾九戒」

之說。以所謂「《通門論》」爲藍本而成的《玄門大義》、《道教義樞》卷二，

也在相同的論述中出現「想爾九戒」。這「九戒」又稱「九行」，在南北朝時期

的《太上老君經律》中，被稱作「道德尊經想爾戒」，即「行無爲，行柔弱，行

守雌勿先動；行無名，行清靜，行諸善；行無欲，行知止足，行推讓。」這些都

是從《老子五千文》經義中衍生出來，並且也是與《五千文》的傳授與誦讀緊緊

 
21 前田繁樹《初期道教經典の形成》，東京：汲古書院，2007 年，頁 336-369。 
22 柳存仁《〈想爾注〉與道教》1991 年初刊，此據氏著《和風堂新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97 年，頁 281-337。柳先生也是爲數不多的認爲《想爾注》應出自南北朝的華裔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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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的行爲規範，與其他帶有明顯佛教戒律因素的道教五戒、八戒、十戒等不同。

被定爲唐初的《太上老君大存思圖注訣》云：「九行在《想爾注》前」23。亦即

說這「九戒」和「九行」通常被放置在六朝末唐初的《想爾注》文本之前。道教

徒要先習「想爾九戒」，然後再讀《想爾注》文。 

《太上老君經律》在「想爾九戒」之後，還有「道德尊經戒」二十七條，都

是以「戒勿」二字開頭的戒文，與「九戒」皆以「行」字開頭的格式不同。這就

是所謂的「二十七戒」。這「二十七戒」最初與「九戒」是不同的兩套戒律。但

到唐代的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云：「想爾二十七戒。此太上高玄法

師所受。」24這「想爾二十七戒」應該就是「道德尊經戒」的二十七條。唐代朱

法滿的《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五引「老君禁戒」三十六條，就是將「九行」和「二

十七戒」合併在一起而來的25。「想爾九戒」可以說都是基於《老子》的經義，

而「二十七戒」很多則是與《想爾注》的注文意思相同。這種現象當然可以理解

爲是根據《想爾注》才做出的「九戒」和「二十七戒」，但從《想爾注》的內容

來看，它至少涉及到了兩套先已成文的不同戒律。因此，合理的解釋是：《想爾

注》是對先已存在的、不只一套的、從《五千文》衍生出來的戒律所做的系統闡

述和解釋。如此，則「九戒」或「二十七戒」都應該早於《想爾注》產生。可惜

的是，現在似乎還不能推斷這些戒文產生的相對準確的時代。如果《家令戒》提

及的「想爾」是指「想爾戒」，持「漢末說」者不僅要證明漢末三張時代有「想

爾注」，還要證明此前也已存在了「想爾戒」，這是相當困難的事情。雖然大淵

忍爾等「漢末說」的學者認爲「想爾戒」就是張魯爲維護五斗米道教團秩序而制

訂的、面向米道普通信眾的戒約，但楠山春樹對此的懷疑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九

行和二十七戒的主旨是教人柔弱謙下的一種消極處世態度，這樣的宗旨能適合巴

蜀「初迴（迥？）」邊民的口味嗎？「想爾戒」顯然更像是對那些受教育程度較

高、衣食無憂的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勸誡26。而這顯然更適應於六朝時期江南的思

想文化環境。 

如果《家令戒》不是 3 世紀中期曹魏時的作品，而是 4 世紀後半葉的東晉或

北魏時作成的，那也是比較早地提及《想爾》的材料。「漢末說」的學者還大都

 
23 《道藏》18 冊，頁 718c。 
24 《道藏》32 冊，頁 184c。 
25 《道藏》6 冊，頁 940c-941a。 
26 楠山春樹《老子傳說の硏究》，東京：創文社，1979 年 4 月，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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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家令戒》是以張魯的口吻講述的，或者是張魯及其家人假託「大道」的口

吻，因此這裡面也暗含了認爲張魯是《想爾注》作者的意思。但《家令戒》實際

上是以「大道」的口吻，而非張魯或張魯的子孫。到底是誰來假託「大道」，那

更是無法證明的事情。因爲裡面有「吾晨夜周流四海之內，行於八極之外」、「《妙

真》自吾所作」、「吾順天奉時，以國師命武帝行天下」、「今吾避世，以汝付

魏」等語。「周流四海之內，行於八極之外」一般是道教主神的行跡。道教中大

都認爲《妙真經》是老子所傳。可見《家令戒》中的「吾」就是「大道」，就是

老子。而能夠「命武帝行天下」和「以汝付魏」的人，更應該是「大道」而非張

魯或張氏子孫。此「大道」，也就是東晉末年王凝之在會稽祈請鬼兵相助的那個

「大道」。更早還有張角起義時「偽託大道」，這應該是來自東部濱海地域的信

仰傳統。從這個角度來說，《家令戒》出自東部沿海地區的可能性更大些，只不

過仍無法確信其出自錢塘杜治。無論《家令戒》是 3 世紀或 4 世紀的作品，都要

先解決其中的「想爾」究竟是《想爾戒》還是《想爾注》的問題，然後再據之討

論《想爾注》的時代，這才有意義。 

總之，由於道典的年代大都難以確定，可能是 3 世紀中期，更可能是 4 世紀

後半葉作成的《家令戒》，提到了「想爾」，但未必一定是指《想爾注》。這時

已距張陵或張魯的時代至少有 2-4 個世紀了。換句話說，根據現有的材料，《想

爾注》從漢末「作成」，到正式被其他典籍所提及，此間的傳承線索中有幾百年

的缺環與空白是無法將其填補上的。這是「漢末說」面臨的第二個困境。漢末的

存在，無法得到確證；漢末到南北朝之間的傳承脈絡也付之闕如，這就是「漢末

說」的實際狀況。 

四、「南北朝說」的兩個優勢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看到，相對「漢末說」而言，「南北朝說」的第一個優

勢就是《想爾注》最早被著錄、被提及和被徵引，都出現在南北朝。持「南北朝

說」的學者，對《想爾注》最早的估計是 4 世紀（即認爲《家令戒》是 4 世紀，

而《想爾注》又在《家令戒》之前），其次是 5 世紀前期（寇謙之時代），然後

是 5 世紀後期（劉宋後期）。而在 6 世紀甚至更早時，《想爾注》已經被六朝道

教廣泛接受。故依「南北朝說」，《想爾注》的作成和流傳之間的時間差，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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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末說」小得多。可以說，南北朝時《想爾注》的存在，是無需證明的一個事

實。但這只是相對於「漢末說」而言的一個優勢，對於考察《想爾注》更準確的

作成時代，還不能提供更多有意義的信息。 

考察一部作者佚名和斷代不明的道書成書時代，不能僅靠後人假託的作者，

或是時間相差幾百年的相互矛盾的材料，做出表面化的處理，得出簡單的結論。

更重要的是通過考察此道書內容所體現的語境，看書中體現的語境更接近於哪些

時代相對明確的作品。如果這些時代明確的道書基本上都屬於同一個時代，而我

們的考察對象也恰恰在語境上和它們相近，難道我們不該傾向於認定這部作品也

屬於這個時代嗎？這雖然不是判定道書成書時代的絕對指標，但基本上可以相

信：漢末人所用的語詞和概念，應該與六朝人所用有所區別；六朝人使用的名詞

術語，固然有從漢代繼承而來的，但大都不會僅僅停留在漢代的思維和認識水

準，而會有含義上的變更或發展。所以，有些名詞和概念明顯是六朝才有的，有

些名詞和概念看起來好像漢末和六朝都有，但其中大多數都還是能夠區分出其漢

末的原義和六朝時的新義。若《想爾注》中有很多與六朝時代道經相近的用詞和

意義，反映出與六朝道經相似的語境，我們該不該相信《想爾注》更有可能出自

六朝而非漢末？ 

或許有人會說，目前我們掌握的材料和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相比，十不及

一，憑什麼能說漢末一定沒有出現過與《想爾注》類似的語詞和概念？假如我們

單挑出某一個或某幾個孤立的語詞，看它們在現有的漢末材料中找不到，而只見

於六朝道典，於是就輕易下結論說：這樣的語詞和概念最早出現在六朝，在漢末

是不存在的。這種做法當然失之簡單化，相信目前也沒有多少人會這樣做。但如

果我們能在《想爾注》中找到這樣一批語詞和概念，可以將它們從漢末到六朝的

語義演變歷程搞清楚，這就不再是憑藉一個個孤立的點（語詞或觀念）來定位，

而是用一條條有序的線索（語詞或觀念發展演變的歷程）來將複雜的問題分解開

來考察。而這些不同的線索如果大體都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交叉，這個時間點就

應該成爲《想爾注》成書時代的重要提示。《想爾注》中的確就有一些詞彙，不

見於現存漢末的材料，卻頻見於六朝時期的道書；或者雖然在漢代材料中也出現

過，但卻明顯具有了六朝時期新的意義。對於前一種情況，的確不能輕易地判斷

漢末「有」或「沒有」；但對於後一種情況，我認爲是有足夠理由做出漢末「有」

或「沒有」判斷的。只要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想爾注》的語境更接近於六朝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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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時代的道典共同的語境，則「南北朝說」就應該是我們對《想爾注》所作的

基本判斷。 

在《想爾注》剛被揭出的半個多世紀前，前輩學者可能的確沒有能力做這樣

的嘗試，因爲那時的道教研究還處在比較淺層的階段。現在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反

復研討，應該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來進行這樣的深層次的綜合性考察。在這方面，

日本學者做出了相當多的努力和許多重要的成果，值得借鑒。正因爲日本學者很

多人都深入到《想爾注》的語境層面去考察，所以他們中的多數人是主張「南北

朝說」的。 

例如，福永光司發現：《想爾注》使用的思想語彙，比較集中地和三部漢末

三國時期同一原本的不同漢譯本佛經相同27。這三部譯經依時代先後順序是：漢

靈帝時支婁迦讖在洛陽譯出的《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支謙在孫權統治東吳

時譯出的《佛說阿彌陀經》，康僧凱在曹魏嘉平年間（249-254）洛陽譯出的《佛

說無量壽經》。福永從《想爾注》中找出了 18 個特定詞彙，都可以在這三部譯

經中找到相同的詞彙。當然，其中的個別詞彙只是文字相同，而意涵並不一定相

同。相信如果擴大檢索的範圍，還可以找到更多的《想爾注》詞彙與其他魏晉南

北朝時期佛典相同的地方。雖然支婁迦讖和支謙譯經在時間上最接近於「漢末」，

但二者在地域上都與《想爾注》「漢末說」所主張的巴蜀漢中懸隔甚遠。如果說

《想爾注》在漢末就作成，這三部漢末三國的佛教譯經都受到《想爾注》的影響，

則《想爾注》必定在漢末三國已大行其道，否則無法被遠在漢末的洛陽和三國的

孫吳地區的胡僧在譯經時接納。但五斗米道北遷中原只在 215 年降曹之後，《想

爾注》才有可能隨之傳播在巴蜀漢中以外地區，而支婁迦讖和支謙的譯經中已經

出現了這些詞彙。這足可證明並不是佛教譯經時參照了《想爾注》的用詞，而是

相反地，《想爾注》作成時，參考了這些佛教譯經的詞彙。當然，並不是說《想

爾注》的作者就只參照了這三部譯經，只能說《想爾注》作成時，應該是這些佛

教譯經在社會上產生相當的影響，這些詞彙已經成爲《想爾注》的作者耳熟能詳、

不以爲異的平常用語了。通過考察《想爾注》用詞與漢末三國時的「古譯佛經」

相近，還是與鳩摩羅什時代的「舊譯佛經」相近，或許可以提供一條考察其成書

時代的新途徑。 

 
27 福永光司《佛教與道教——以漢譯〈佛說無量壽經〉爲例》，1987 年初刊，收入楊曾文、鐮田

茂雄編《中日佛教會議論文集（1985-199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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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山春樹考察老子的傳說時，涉及多部與老子有關的道教著作。因而在他的

研究中，建立起一條從漢代到宋元時期老子神格化和老學著作宗教化的歷史發展

脈絡。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發現《想爾注》所批判的「世間偽伎」主要是六朝前

期的《抱朴子》、《黃庭經》、《老子中經》一系的修道方式。此外，他指出《想

爾注》也把從養生學的角度解釋《老子》的《老子節解》所載各種修道方式，納

入批判的對象。而《節解》是六朝時的作品，因而《想爾注》應該是《節解》之

後的六朝作品28。因爲《節解》早已散佚，所以很長時間內，沒有被納入研討《想

爾注》的學者視野中去。現在，不僅楠山春樹有這樣的看法，王卡也通過輯佚和

梳理《節解》的佚文，得出與楠山相近的結論，即《節解》應早於《想爾注》，

而《節解》是公認的不折不扣的六朝作品，《想爾注》自然不可能是漢末的了29。 

麥谷邦夫 1985 年發表的考察《想爾注》的文章，是研究《想爾注》語境問

題的重要成果30。可惜很多學者都只注意到他最終的結論說《想爾注》是北魏寇

謙之時代的作品，而忽視他在前面論證中提出的很多重要的《想爾注》語詞和概

念的語境問題。如麥谷首先提出《想爾注》中「道氣」觀念與漢代道家觀念不同。

漢代是「道—元氣—萬物」這樣的單線生成論，即「道」是作爲「元氣」的根本

而存在，「道」生出「元氣」，「元氣」再化生萬物。「道」與「元氣」是一種

上下和先後的關係。而「道氣」在《想爾注》中則是一個複合名詞，「道」等同

於「氣」，是具有無限超越性的宇宙萬物的本源。這樣的用法，在現有資料中，

只見於 4 世紀後半期以後的南朝著作。而此「道氣」所具有的四個方面的具體意

涵，又見於《老君變化無極經》、《三天內解經》、《洞淵神咒經》、《真誥》、

《登真隱訣》、《度人經》嚴東注、《老君音誦誡經》等六朝道書。他注意到，

《河上公注》中講萬物的本源，有「道」、「元氣」、「和氣」和「精氣」等概

念，而《想爾注》卻只講「道氣」，這應該是對《河上公注》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有意強化了「道」在宗教神學上的獨一性。 

其次，麥谷強調了《想爾注》中的「道體論」，即「道」或「道氣」的具體

表現形式：《想爾注》認爲「道」、「道氣」、「自然」、「一」和「太上老君」

這些概念彼此間都是相通的。而「太上老君」這樣的至上神，就是「道」的「法

 
28 《老子傳說の硏究》，頁 239-269。 
29 王卡《敦煌本〈老子節解〉殘頁考釋》，2002 年初刊，收入氏著《道教經史論叢》，成都：巴

蜀書社，2007 年，頁 291-320。 
30 麥谷邦夫《〈老子想爾注〉について》，《東方學報》第 57 冊，京都，1985 年，頁 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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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這樣的觀念，符合《九天生神章經》、《老子》成玄英疏、《老子開題序訣

義疏》、法琳《辯正論》、《道教義樞》等六朝至唐初的佛道雙方關於道教「三

一說」和「法身說」的記載，而在漢末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麥谷提出《想爾注》的「太陰說」，即人死後，那些不修道的、未入

道門的俗人直接進入地府，而有道之人則可將身形暫停於「太陰」中，經過煉形

之後，還能重生。漢代的《太平經》也有「太陰說」，認爲那裡有記錄人的行爲

善惡的天曹吏兵，他們根據人的行爲決定其壽夭。然而在《太平經》的時代，人

們認爲人死以後只有通過「屍解」才能獲得重生。《想爾注》首先把所有的人分

爲「道人」和「俗人」兩種；其次，「太陰」是有道之人死後經過煉形重生的重

要場所；第三，人死後要想重生，不能寄望於「屍解」，而要「煉形太陰」。這

可以看作是《想爾注》的「太陰說」較之《太平經》有所發展的重要方面。更重

要的是，類似《想爾注》的「太陰說」，還屢見於東晉中期的上清經、晉末宋初

的古靈寶經、《真誥》、《漢武帝內傳》等六朝道書。麥谷還指出《想爾注》批

判的「世間偽伎」，多爲《抱朴子》和上清經所主張的修行方式。而《想爾注》

五次出現的「所以者」這樣的語法用例，也很可能與六朝漢譯佛經中的「所以者

何」的用法有關。 

第四，麥谷也研究了《家令戒》與《想爾注》的關係，他認爲《家令戒》中

出現的「玄元始」三氣說，與現知漢末的元氣生成論不符，反而頻見於《三天內

解經》、《九天生神章經》、《三天正法經》等六朝道經。而《家令戒》出現的

「道氣」的用法與《想爾注》相同。還有「種民說」，明顯是六朝道教提出的新

概念。因此，他認爲《家令戒》作成於 4 世紀以後。此外，《正一法文天師教戒

科經》與《想爾注》還在「僞伎」、「道人」、「道氣」等概念上與《想爾注》

相同。但因爲麥谷把《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認作是寇謙之清整道教時的作品，

所以他認爲《想爾注》也是寇謙之時代的作品。對此，我也不太認同。 

以上這些語詞的比較，絕不僅僅是說這些詞在漢末的材料中沒有見到，所以

才說它們是六朝的，而是重點發掘了《想爾注》中這些語詞，與其曾經有過的漢

末原義之間的不同。而這麼多的詞彙，都與一批時代相對明確的六朝道典相呼

應。假如「漢末說」要反對通過這些詞彙和概念來判定「南北朝說」，就必須拿

出證據來一一證明這些詞彙和語義在漢末就已經存在，並且具有和那一批六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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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用例相同的語義。顯然現在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吳相武曾列舉《赤松子章

曆》、《太上正一盟威法籙》等道書，認爲這些都是漢末的作品，或是其中保存

了漢末三張的東西，以此來反駁麥谷所考察的這些名詞概念在漢末也是

存在的31。但他所舉的這些道書，都是成書時代並不確定的材料，有學者就是將

它們視作六朝甚至更晚的材料來用的。這就如同前面所說的不能用《家令戒》來

證《想爾注》一樣，都是不確定的材料，怎麼能得出確定的結論？ 

小林正美否定麥谷的看法，認爲寇謙之是反對「三張偽法」的，所以寇氏不

會自己作出《想爾注》，卻又假託是張魯的作品。這也是麥谷的「北魏說」之所

以未被廣泛接受的原因之一。小林在麥谷之外，進一步提出《想爾注》中還有幾

個概念不可能在東晉以前出現32。第一是作爲神的「道」和老子。他認爲「道」

作爲進行各種行爲的神而出現的用法，在東晉初期以前的古道典裡是看不到的，

這種用法開始於東晉中期以後的道典。他之所以會以東晉中期爲界，是因爲他先

將《女青鬼律》定爲東晉中期的作品。而在《女青鬼律》中，「道」是作爲神格

出現的。但把《女青鬼律》定爲「道」的神格化的最早經典，的確是有一定的風

險。因爲《女青鬼律》的時代，在學界並沒有一致被認爲是東晉中期。事實上，

早在西晉時的嵇康《釋私論》中引用《老子道德經》的話時說：「是以大道言『及

吾無身，吾有何患』。」33此語既出《道德經》，乃老子所說，而此處卻云「大

道言」，說明「大道」即老子，且暗含了「大道」已是一個能言說的神格意思。

但像嵇康這樣的文人，應該不會完全接受將「大道」神格化的做法。這裡的「大

道」更多只是個擬人化的用法，未必具有神格性。嵇康卒於 260 年代，則在 3 世

紀前半期，應該就有將「大道」擬人化的用法了。但這樣的擬人化用法，與《大

道家令戒》中那個神格化的「大道」還是有所區別。一個哲學抽象概念要變化爲

宗教神學概念，並不是一經擬人化就完成轉變的，《釋私論》可能正處在這種轉

變的過程當中。所以，小林說東晉中期以前沒有以「道」爲神的用法，這一判斷

的確有些絕對。但如果說《想爾注》的「道」神格化的用法，與東晉、劉宋時期

 
31 吳相武《〈老子想爾注〉之年代和作者考》，《道家文化硏究》第 15 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
年，頁 247-264。 
32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年初版；中譯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 
33 《晉書‧嵇康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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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道書中的用法相同，而在漢末卻找不到這樣的相通性，這應該是沒有大問題

的。 

第二，小林提出《想爾注》的「道真」一詞，主要是用作究極真理之意，這

樣的用法在劉宋時期的古靈寶經中很常見。劉宋時「道真」既是神的表徵，又是

究極真理。而在漢代資料中，只有《太平經》中有一例「道真」的用法。因而也

可說「道真」的普遍用法，是出現在晉末宋初的道典。 

第三，關於《想爾注》出現的「太上老君」這一神格，福井康順最早因爲這

一神格而對《想爾注》出於漢末表示懷疑34。小林認爲，「太上老君」神格最早

出現在他定爲東晉末年的《太上正一咒鬼經》，但《咒鬼經》的時代與《女青鬼

律》一樣沒有完全解決。他認爲《想爾注》的「太上老君」用法，顯示此書應是

與北魏寇謙之、劉宋《三天內解經》同時代，或是此後所作的。在這一點上，他

和麥谷都認爲，「太上老君」的神格，只可能基於劉宋時才出現的有關「道」、

「一」、「虛無」、「自然」等概念都是同一法體的應身的道體論。對此，我專

門研究過漢末老子神格化的幾條關鍵性史料，得出的結論是：漢末老子還不可能

具有「太上老君」的神格，《抱朴子》中也只有「老君」，而沒有「太上老君」

的神格。至於「太上老君」是否就真的只是從劉宋時才開始出現，這話似乎也不

能說得太絕對。 

第四，《想爾注》對於祭餟禱祀的批判，也是普遍見於《老君尊經想爾戒》、

《三天內解經》、《道門科略》、《老君說百八十戒序》、《妙真經》等南北朝

時期的道書。而在漢末，血食祭祀，歌舞事神，還是民間信仰的普遍特徵。如果

《想爾注》在漢末作成，那就是說，漢末道教就已在批判殺生血祠的民間巫俗信

仰，而到 300 年後的晉末宋初天師道，仍然在進行相同的批判。果真如此，就會

大大降低目前六朝道教硏究中所突出的天師道對民間巫俗信仰批判的意義了。其

實《想爾注》中很多語彙和思想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說它們是漢末的，爲什

麽到了晉末宋初，道教還在反復講這一套？難道這兩三百年間，道教的思想就沒

有發展和進步？如果能在這兩三百年間找到語義和語境傳承的脈絡，當然也可

以，但事實上現在又找不出這樣的證據。總不能將同樣的語義和語境，單單一個

說成是漢末的，而把另外一批說成是晉末宋初的吧。 
 

34 福井康順《老子想爾注——校牋を主題として》，1967 年初刊，此據《福井康順著作集》第二

卷《道教思想硏究》，京都：法藏館，1987 年，頁 9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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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關於《想爾注》批判的「世間僞伎」之一的房中術，小林認爲，既然

六朝時多種佛教方面和道教自己的材料，都記載說三張米道是奉行黃赤交接的

「合氣」之道的，那被認爲是張氏祖孫所作的《想爾注》批判房中術，豈不是自

己批判自己？因此「漢末說」不可信。他發現東晉末和劉宋的天師道，仍然在教

團內實行房中術，《想爾注》應該是與這些奉行房中術的天師道不同的教派。因

此他將奉行房中術的、以陸修靜爲代表的天師道稱作「天師道三洞派」，而《想

爾注》是批判房中術的，所以被稱爲「天師道別派」。但所謂「三洞派」和「別

派」之分，既沒有史料的直接支援，也未得到學界的認同。《想爾注》反對「從

女不施，還精補腦」的房中術，與天師道教團奉行的「合氣」、「過度」儀式之

間，的確應該有差異。《想爾注》批判的「黃容僞伎」，是在戰國至漢魏時期所

謂黃帝和容成公所傳的求仙道的房中技術，爲了個人的求仙而強調「不施」、「還

精補腦」。但天師道教團要延續下去，需要男女合氣結精生人，當然不能講「不

施」。《抱朴子內篇》所總結的當時的漢晉時期房中術，就有強調「還精補腦」

的說法，這還是屬於仙道傳統的範疇。而《想爾注》批判的正是這種只強調個人

求仙時的「黃容僞伎」。所以，這種批判，既是經教道教對仙道傳統的批判，也

是六朝天師道集體宗教儀式對漢魏個人求仙技術的批判。實際上，黃容之術流行

於漢代的仙道傳統，直到葛洪時代仍然大行其道，到《想爾注》作成時則遭到批

判，這是最順理成章的理解。完全沒必要將其解釋爲同時並存的兩個天師道派別

之間的競爭，因爲要證明有兩個天師道派別的存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六，關於《想爾注》批判的「世間僞伎」之二的體內神思想，小林認爲沒

有證據顯示張陵和張魯時代就講體內神存思，反而是在東晉劉宋時的一批道書中

集中出現了天師道認同體內神存在的現象。所以他認爲《想爾注》應該在認同體

內神的《三天內解經》之後作成的。「漢末說」在這裡也會遇到矛盾之處，如果

「漢末」的《想爾注》就已經大張旗鼓地批判體內神，那晉宋的天師道經典爲何

很多又都承認體內神和存思術？如果道教歷史上真有這樣的思想轉變，不是需要

更多的歷史背景和更費周折才能解釋得通？《想爾注》批判的體內神思想，從具

體內容上就和《抱朴子內篇》所言的體內神存思術沒有多大的區別。況且，從《河

上公注》和《太平經》來看，漢末所具有的體內神觀念，主要還停留在人體內五

臟六腑有神的階段，而這些體內神的形狀、服色等，也還沒有發展到《抱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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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載的體內神的程度。因此，《想爾注》是針對晉宋時代比較普遍的存思體內

神現象所作的批評，應該是更合情合理的解釋。 

第七，關於《想爾注》「世間偽伎」之三的假稱「道教」問題。「道教」一

詞在歷史上最早是指儒家的教化，小林認爲把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道教稱爲「道

教」，是從寇謙之開始的。這樣的用法在劉宋時期的道典中也有很多的用例。因

爲《想爾注》不是寇謙之的作品，應該是南朝的作品，所以他認爲批判「道教」

的《想爾注》應該是劉宋中期到末期作成的。如果單看他的這一推論，似乎有單

薄的地方，但如果將以上幾位日本學者有關《想爾注》的詞彙、思想和語境的探

討聯繫起來考慮，我認爲「南北朝說」不失爲一個比「漢末說」更有說服力的判

斷。《想爾注》在南北朝有著遠較其在漢末豐富厚實得多的相同語境，這是「南

北朝說」較之「漢末說」的第二個優勢。 

五、結語 

雖然持「南北朝說」的學者也是各說各話，各自得出不同的結論，但仍可看

出他們屢次提到的與《想爾注》語境相通的時代是「晉末宋初」。這就是我們通

過《想爾注》中各種「點」和「線」交織而確定的最有可能的成書時代。今後的

研究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在尚不統一的「南北朝說」中進一步明確《想爾注》的

作成時代和作成地域，以及在這樣的背景下，《想爾注》的思想和內容對於道教

史所具有的意義等方面。繼續對「南北朝說」採取視而不見的做法，並無益於「漢

末說」的真正立足。 

當然，說「漢末說」面臨兩個困境，相對而言「南北朝說」有兩個優勢，這

並不是說「漢末說」絕對就是錯的；只是說在現有的情況下，「南北朝說」更容

易找到相應的語境和支持的材料。「漢末說」要想真正成立，一是要拋開《家令

戒》、「張鎮南古本」等似是而非的證據，尋找到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想爾注》

在漢末確曾存在；二是要正視和解析掉「南北朝說」這麼多豐足的材料支撐。任

何一種觀點要成立，都要經得起正反兩方面的論證才行。「南北朝說」已經指出

「漢末說」的種種不足，而「漢末說」卻不能平等地回應「南北朝說」所列出的

各項證據。退一步講，雖然「南北朝說」看起來更適合一些，但也依然要給「漢

末說」留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只不過「漢末說」要想真正成立，除了要解決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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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困境外，還要將《想爾注》恰當地嵌入 3-6 世紀的道教歷史背景中去。這恐

怕是難上加難的任務了。 

《想爾注》如果不是漢末的作品，會影響到目前相當多的學者對早期天師道

研究的一些根本認識。這可能也是一些學者不願意面對「南北朝說」的原因之一。

但我們學術研究追尋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相，而不是要論證某人或

某個觀點是否永遠正確。在「漢末說」與「南北朝說」之間做一選擇，並不意味

著一定要在分持這兩種不同觀點的學者之間，劃出一道是非對錯的界限。因此，

「南北朝說」是我現在覺得更合理的一種選擇；「漢末說」在將來如果有更多的

材料來支撐，我也會擇善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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